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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找人代替”

2023年 9月的一天，3天
内发生了两起伤亡事故后，
吉林市政府收到了吉林省
安委会下发的约谈通知。

据悉，参加那次约谈的
人员为吉林省安委会办公
室分管领导、吉林省应急管
理厅相关处室负责人及督
办人员，被约谈人员为两起
事故发生地的吉林市高新
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通
知要求，吉林市应急管理局
分管负责人也要参会。

约 谈 时 间 定 在 下 发 通
知的次日早晨，被约谈人员
需要汇报近期发生两起事
故的原因、主要教训和整改
措施，发言时间被限制在 10
分钟内。

通知还要求，被约谈人
员不能找人代替，如因故不
能参会，将另定时间约谈。

类 似 来 自 安 全 生 产 领
域 的 约 谈 ，近 年 来 较 为 常
见。而实践中，被约谈的人
员不只来自安全生产领域。

李明（化名）曾担任中
部某县副县长，在他的印象
里，在脱贫攻坚阶段，他任
职的县曾多次被上级扶贫
办约谈。“比如脱贫攻坚要
求 的 易 地 搬 迁 、扶 贫 安 置
等，任何一个出问题都要被
约谈。”他回忆，“每次都是
县长亲自去，还要带一个分
管副县长。”

在 某 省 应 急 管 理 厅 工

作的张伟（化名）看来，作为
一种介于监督和问责之间的
机制，约谈是一种常见的工
作流程，“不一定非得是褒义
或者贬义”，具体还得看约谈
的原因。

张伟所在的省份，县级
以上党政主要负责人任职前
会接受安全约谈，“相当于是
一种提醒，告诉你安全生产
工作非常重要，你得做好”。
但倘若发生了某个具体事故
后的约谈，“警告”的意味更
浓。

始自违法占地

公开信息显示，在国务
院部门中，最早开展约谈的
是原国土资源部，约谈对象
是 地 方 政 府 主 要 负 责 人 。
2018 年机构改革后，原国土
资源部的职能，已并入自然
资源部。

2007 年，原国土资源部
将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比例较
高、在全国排前几名的地方
政府主要负责人叫到北京，
要求对方当面汇报情况，并
分析违法用地成因、探讨解
决方案。

始自 2007 年的违法用
地约谈，在 2011 年迎来密集
爆发。在彼时的媒体报道
中，其原因和愈演愈烈的土
地财政有关。

2011 年 1 月 5 日 开 始 ，
国家土地督察机构的官网
上，连续 3 天披露了其派驻
全国的 9 个督察局约谈 9 个

土地违法严重市县主要负责
人的情况。时任山西省大同
市市长耿彦波被约谈的细
节，一度广为流传。

约谈耿彦波的为时任国
家土地督察北京局局长李永
杰。在约谈现场，俩人隔桌
而坐。约谈伊始，李永杰表
示，大同市违法用地情况在
全国排名靠前，“受国家土地
总督察徐绍史（时任国土资
源部部长）委托，我代表国家
土地督察北京局，郑重地向
你们提出严厉批评”。

“未能切实做到守土有
责，我深感愧疚。”参加约谈
时，耿彦波手上拿着一份手
写的稿件。这是他在早先准
备好的稿件基础上，连夜改
写的。李永杰表示“比前一
稿深刻得多”，“希望给我们
也留一份”。

自原国土资源部之后，
多个部委陆续开展了约谈工
作，部分还制定了约谈相关
规定和办法。

有讲究的“对应关系”

统计显示，目前全国近
两百部（件）与“约谈”相关的
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等文
件中，并非都明确了约谈与
被约谈对象的身份。

如国务院安委会，其在
2018 年印发的《安全生产约
谈实施办法（试行）》中明确，
国务院安委会主任、副主任
及国务院安委会负有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成员单位
负责人，可以约见地方人民
政府负责人。其还详细区分
了可以约谈省级政府分管负
责人和市（州）政府主要负
责人的 12种情况。

作 为 政 府 部 门 常 设 的
安全生产工作协调机构，安
委会办公室一般设在同级
应急管理部门，住建、交通、
公安、发改委、财政、人社、
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部门
均为其成员单位。

张伟表示，倘若省应急
管理厅要约谈同级政府部
门，一般都会以省安委会的
名义进行，在实际工作中，
各级安委会基本遵循了约

谈人与被约谈人的“级别对
应”关系。

有时，面对一些阶段性
的重点任务或者上级部门有
特殊要求的，约谈人与被约
谈 人 行 政 级 别 的“ 对 应 关
系”，可能会被打破——2013
年 7 月，原国家食药总局首
次约谈地方政府时，在接到
约谈通知后，一些地方提出，
由市政府秘书长代表出席。
他们得到的答复是，如果秘
书长来，那干脆别来。最终
安徽亳州、河北保定等 17 个
地市分管药品安全的副市长
悉数到场。

在中部某市担任政府办
副主任的王凯（化名）看来，
倘若约谈领导的级别比较
高，被约谈人的级别自然也
要进行相应地调整。在他所
在的市，市委书记曾参加过
一次部级领导的约谈。此
外，被约谈人的级别也受问
题严重程度和地方重视程度
的影响。

“这就是个态度问题，去
正职肯定比去副职要好一
些。”王凯解释，“去一个正职
可能就能显示出重视。”

不能代替“信号灯”

约谈之后，紧接着就是
整改。李明见过多份约谈文
件，在他的印象里，来函都会
明确地指向某个具体问题。
很多时候，被约谈人在参加约
谈会议时，就要汇报原因、教
训及整改措施。虽然约谈历
来不被视作惩罚措施，但若约
谈后整改不力，亦有问责。

但是，既然不视为惩罚

措施，如何理解约谈的作
用？

环境法学领域权威专
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
灿发以环保领域的约谈为
例作了分析。在他看来，
约谈实际上是一种让地方
党委、政府对环境质量负
责的手段，在长期的实践
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王灿发解释，以前企
业发生超标或者污染事件
后，都是政府问责企业，不
涉及问责政府。由于地方
政府有发展经济的冲动，
导致环保法律的执行很低
效。

有了约谈制度之后，
从信誉上来讲，地方政府
的压力很大。“一约谈，社
会上就认为这些地方环境
保护工作没做好，这也使
得地方政府真正担负起了
对一个地方环境保护的责
任。”

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看
来，行政约谈作为非处分
性的监督手段，其必要性
在于填补“刚性问责”与

“日常监督”间的治理空
白，通过预防干预、声誉压
力与心理震慑实现低成本
纠错。

毛寿龙用“红绿灯”来
形容约谈的作用，约谈是
黄灯，处罚是红灯。“约谈
好用，是缓冲区，但不能替
代‘信号灯’。”他补充，“约
谈作为‘黄灯’，其制度价
值恰在于缓冲而非替代。”

李桂

这是一次涉及面广、人多的约谈。
2025 年 10 月 17 日，交通运输部安委会通过视频集

中约谈 10个市级、76个县级交通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原
因是在国庆中秋假期重大危险源提级管控中，他们“工
作开展不力”。

不止于此，这些市、县所在的 16个省份交通运输管
理部门负责人还被要求在会上作了表态发言。

国务院 26 个组成部门中，至少有一半开展过行政
约谈。作为一种介于监督和问责之间的督促、提醒手
段，行政约谈并不罕见。据了解，行政约谈的常见主体
包括地方政府部门和国家部委，但约谈方法、约谈之后
的处理等细节问题，目前尚无统一规定。

谁约谁，谈什么，然后呢？

解码““约谈约谈””的作用的作用

2018年 8月 1日，生态环境部约谈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5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人。


